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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中的突围：晚清民国时期民族资本与在华日本财阀的博弈 

王尤清 

（贵州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贵州省贵阳市，550025；wyq0851@qq.com） 

摘  要：清末至抗战时期，中国民族资本在与强势的在华日本财阀竞争中，采取多元策略博弈求生。面对资
金短缺、技术落后等困境，以商务印书馆为代表的企业通过“主权在我”的合办模式，引入日资却坚守经营主导
权，实现技术与资本积累；通过组建同业公所、同业公会等组织，在面粉、水泥、棉纺织等行业形成价格协
调、资源整合的“合内拒外”机制，抵御日商倾销；在沦陷区则借助“联外抗日”策略，依托外国企业与政府庇护，
拒绝合作以保全资产。尽管面临资本劣势与政治压迫，民族资本以灵活策略维护了发展空间，其“不资敌、不
合作”的抗争精神，为近代民族经济史书写了坚韧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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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清末以降，在西方工业文明冲击与国内社会转型的双重语境下，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艰难起步。作为后发

工业文明的代表，日本财阀自甲午战争后加速在华经济渗透，通过资本输出、技术垄断及政治特权，在纺织、

面粉、水泥等关键产业形成压倒性优势，对尚处襁褓中的中国民族工业构成系统性威胁。从 1903年商务印书
馆与日本金港堂的首次资本合办，到 1937年江南水泥厂借助外资护厂抵御日军侵占，近半个世纪的博弈历程，
既是中国民族资本在殖民经济夹缝中求生存的奋斗史，也是近代中外企业竞争的典型样本。这些实践不仅关

乎企业个体的兴衰，更折射出近代中国经济民族主义的深层逻辑：在政府保护缺位的情况下，民族资本通过

“以夷制夷”“合纵连横”等手段，试图构建兼具开放性与自卫性的发展路径。尽管这些抗争常以“局部胜

利”与“最终挫折”并存告终，但其历史价值在于展现了中国民族资本在产业竞争领域的组织化力量与民族

气节，为后续反侵略斗争积累了经济领域的抗争经验。学界对近代中日经济关系的研究，多聚焦于日本侵略

的破坏性影响，而对民族资本主动博弈的策略性实践缺少应有的关注。本文试图以“主权在我的合办”、“合

内拒外的抗争”、“联外抗日的智慧”为核心线索，通过梳理“合作—竞争—抵抗”的策略演变，力图还原

这一特殊历史时期民族企业与外国资本经济博弈的微观细节与宏观脉络，进一步揭示民族资本家在绝境中展

现的生存智慧与创新能力。 

1  主权在我的合办 

中国民族工业因起步较晚，再加之政局动荡不安，在发展过程中时常面临资金短缺、技术落后以及管理

跟不上等问题，这些因素直接制约着民族工业的发展壮大。为此，部分有识之士便率先在企业中引入日本财

阀资本，进行主权在我的合办。在这方面，商务印书馆做得尤为成功。 
商务印书馆初创资金仅有夏瑞芳和鲍咸恩兄弟等人拼凑的 3750元，不仅资金短缺，而且印刷技术也十分

落后，仅能铅印，“万难与日人对敌竞争，权宜轻重只有暂时利用合作的方法，慢慢的再求本身发展，可以

独立”[1]。时值 1903 年 12 月，日本印刷公司金港堂因国内教科书受贿案爆发，其股东原亮三郎、山本条太
郎等打算在中国进行投资以转移投资人在日本的压力。当时，只要“日本人招请一个华人经理，或和其他出

版社、印刷厂合作，商务就多―个强大对手。如果和商务合作，就足以壮大商务”[2]。居于这一层面的考虑，
商务印书馆主动与日方进行合办。合作的方式主要是日本方面投资者出资 10 万元，商务印书馆亦凑足 1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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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但商务印书馆要求：“一是经理及董事都是中国人，只举日人一人为监察人。二是聘用的日人随时可以

辞退。”[3]1903 年，日方投资者注入资金。1905 年 12 月，遵照当时注册章程呈请商部注册成立“商务印书
馆股份有限公司”。 
中日合资后商务两次增资，前一次增资后日本方面的股东有原亮一郎、山口俊太郎、利见合名会社、筱

崎都香佐、益田太郎、益田夕夕、藤瀨政次郎、铃木岛吉、神崎正助、丹羽义次、伊地知虎彦；后—次增资

日籍增加了长尾槙太郎、田边辉雄、小平元、木本胜太郎、原田民治，两次共 16位日本人成为新股东[4]。商
务印书馆与日本财阀的资本合作过程中，始终以“主权在我”为合办的前提，“用人行政权，悉归本国人，

并遵守我国商律”[5]。中日合资初期董事各 2位，中方为印有模、夏瑞芳；日方有原亮三郎、加藤驹二。1907
年中方董事为夏瑞芳、张元济、印有模 3人，日方为原亮一郎、山本条太郎 2人。1908年中方董事为夏瑞芳、
印有模 2人，日方为原亮—郎 1人。1909年后全部董事由中方担任[6]。 
商务印书馆与日本财阀合作，“原是一种权宜之计，一方面想利用外人学习传授印刷技艺，一方面藉外

股以充实资本，为独立经营的基础。”有了日资的注入，商务印书馆不但获得充裕的发展资金，而且也得到

日本的技术支持。尤其是五彩石印，填补了国内空白。因为学习日本先进的印刷技艺，商务印书馆的整个印

刷质量得到提高，进一步增强了实力。高凤池就坦承：“自从与日人合股后，于印刷技术方面，确得到不少

的帮助。关于照相落石、图版雕刻——铜版雕刻、黄杨木雕等——五色彩印，日本都有技师派来传授。从此

凡以前本馆所没有的，现在都有了。”正是日本资金与技术的支持，使得商务印书馆发展很快，到 1914年，
商务印书馆资金由最初的 3750 元增至 150 万元。时至 1913 年，商务印书馆通过中日合办充分掌握先进技术
和经验的前提下，“乃提议收回外股，向日本股东磋商，其间颇为费事，经过数十次的会议，并由夏瑞芳先

生亲自到日本与金港堂附股诸君面商，方始得以全数收回”[7]。清退日股后，商务印书馆增资为 200万元。 
日本财阀进入中国后，中日合办企业也是日本财阀在华扩大经营的既定策略，因为中国政府规定通商口

岸之外外国人不得设厂和经营企业政策，日本财阀通过与中国商人合办企业的方式，可以绕过中国政府所设

立的限制。其实早在明治末期，日本对华经济情报机构东亚同文书院在对中国进行系统调查后就提出，中日

合办“可以在开放商埠以外的地区设立商店”[8]。通过“中日合办”，日本财阀成功突破中国“通商口岸外
禁止外资设厂”的政策限制，顺利染指中国的矿产开采、能源调查、电力建设等领域。商务印书馆的中日合

资之所以值得称道，除了有实现“为我所用”这种需要外，还在于合办中“主权在我”的这一基本事实。商

务印书馆以“主权在我”这种早期以股份制形式与日本财阀资本进行合作并募集资金的方式，不仅使商务印

书馆筹得了充足的发展资金，而且为商务印书馆后来的发展积累了印刷技术和编辑经验。更重要的是利用外

资而不为外资所束缚，可以说是民族资本与日本财阀合作的典范。 

2  合内拒外的抗争 

面对日本财阀在中国市场上的资金和技术优势，中国民族资本除了采取“主权在我”的合办方式来发展

壮大自己之外，还使用“合内拒外”的方法来与日本财阀进行竞争。 
在与日本财阀的博弈过程中，中国民族企业通过建立同业公所、同业公会等经济组织，在原料、产品价

格、市场方面制定相应规则，既保证华商同业之间竞争的平等性，又团结一致，合内以拒外，增强了与日本

财阀在华企业的竞争力。如上海面粉业面对日趋剧烈的竞争，于 1908年联合成立办麦公会，主要任务就是“商
定收麦市价，遵价照收。如遇市价过大，成本不敷，即相戒停收”。其目的在于“不图一己之私利，致贻同

业之公亏，……维持公益，克全始终，永保同业利权”[9]。为了增强与日本财阀的抗衡能力，中国民族资本
还有成立了区域更广、功能更大的同业经济组织。成立于 1910年的上海丝厂茧业总所就是一个跨越江、浙、
皖地区由三省若干丝业茧行业组织起来的同业团体，议董全部由办有丝厂实业的民族资本家担任，拥有广泛

的经济权限，如在市面恐慌或遇有其他社会风险而发生困难时维持同业利益；合议茧价、工价；査验茧秤，

整顿行规；稽查生丝制造和出口，调处同业争端和中外交涉；协助三省茧业公所改进蚕业；向官府定期报告

商情，请官府保护茧市贸易，查禁私灶私秤及“白拉”收茧[10]。上海茧业丝厂总公所是一个涉及同业产、供、
销各环节，并代表同业联络官府的地区性经济组织[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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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资本在水泥业内的“合内拒外”也颇具代表性。1920 年代，王锡彤负责的唐山启新洋灰公司通
过调整人事和生产结构，聘用外国技师，添置磨机、空中运输索道等设备，使年生产能力扩大到 4.5万吨。水
泥市场的广阔前景对当时民族资本具有很大吸引力，1922 年，姚锡舟创办中国水泥厂于南京龙潭，原来规模
甚小，于 1925年购进无锡太湖水泥厂已买未建的德国机器，生产扩大。1923年，刘鸿生在上海创办华商水泥

厂，为了提高市场竞争力，华商水泥厂同样不惜重金招揽人才和购入外国先进设备。因而在水泥业领域开始

了三雄鼎足的剧烈竞争局，相互跌价倾销。此时，日本财阀的浅野水泥和三井大连小野田水泥厂的龙牌水泥

亦不断扩张，1924 年后，由于日本财阀资本雄厚，水泥生产猛增，国内水泥厂家均无足够力量与外国资本竞

争。 
刘鸿生、王锡彤深感到中国民族企业再明争暗斗下去，势必两败俱伤，让日商坐收渔利。刘鸿生得知启

新洋灰和中国水泥厂的董事、经理都是有志于振兴民族工业的企业家，认为“三家公司若在营业中悉按额定

销数比例分配，诈虞既泯，倾轧自废，循序进行，利益日增，使各家营业承如磐石之安，内可培养实业元气，

外足排斥舶来货品。”经过刘鸿生与两家公司多次协商具体措施之后，华商三家水泥公司产销两旺，利润猛

增，而日商水泥销售则锐减[12]。 
在棉纺织业领域，1914 年一战爆发后，西方列强忙于欧洲战事无暇东顾，中国棉业市场，实际上已为日

商所操纵。但是日本财阀野心勃勃，并不满足于此。三井、三菱等财阀共同于 1918年在上海成立取引所后，
主要从事棉花、棉纱和日本股票等交易。“华商之经营棉业者，受其操纵压迫，大感痛苦”，为了与日本财

阀相抗衡，1919 年华商创立了联合各业的物品交易所，并兼营棉业交易，“以为对抗”。不过由于交易所为

证券物品，在市场买卖种类上棉花仅占一部分，“不能集中能力于棉业，以与取引所竞争”。为此，1921 年
由华商纱厂及其他与棉业有关系的商家，联合组织华商纱布交易所，宗旨是平准物价保证贸易，“成立以后，

信用卓著，日商上海取引所，因无法对抗而自行消灭”[13]。 
面粉工业是日本财阀在华的重要经营领域，因而中国民族资本在此领域也与日本财阀展开激烈的竞争。

以东北为例，中国民族资本从 1914年到 1923年 10年中，在哈尔滨新创建了双合盛、义昌泰、天兴福二厂、

福兴恒、裕昌源等较大的民族资本制粉厂。日本财阀也乘机打入哈尔滨制粉业，他们利用哈尔滨附近地区生

产的小麦和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就地取材，建立三井和日满制粉厂加工面粉，在南、北满市场上倾销，与哈

尔滨民族资本制粉厂展开竞争。日本财阀还利用在中国东北所取得的特权，大量收购小麦，回国加工成面粉

又运销到东北市场，排挤民族资本制粉厂，企图逐步占领东北面粉市场，控制东北面粉工业。而民族资本则

通过购买先进设备、提高制粉质量、团结一致与日本财阀进行博弈。如资本金 65万元的天兴福第二制粉厂，

从美国引进的比较先进的大型制粉机，日产量 6500 袋，1928年该厂再度引进 8 台先进的制粉机，使生产能力

达到 10500 袋。双合盛制粉厂 1928年从德国、瑞士订购了 20多台制粉机，最高日产量达 7000 袋。还有天兴

福制粉四厂、裕昌源制粉厂、成泰益制粉厂等，也都纷纷增添和更新机器设备，在竞争中求发展。在市场上

与日本的三井、三菱牌面粉竞争，价格虽略高于日本，但由于质量好，很受群众欢迎，很容易销售。开饭馆

的喜欢购买，炸大果子、蒸馒头等出货多，味精厂也喜欢用它做原料。这样民族资本制粉厂生产的面粉在市

场竞争中占据优势，而日满制粉厂由于原料成本高，产品又无销路，长期亏损。九一八事变后，日本财阀以

关东军为后盾，“操纵满洲制粉业权威者之三井三菱二大资本，最近积极对满进口，与满洲国制粉业之对立

竞争，已成激化，因此，满人业者日陷不振”[14]。 
在大连，安惠栈于 1923年以房产作抵押，并以政记轮船股份有限公司张本政为保证人，与三菱商事株式

会社签订经销面粉、砂糖的合同。安惠栈负责在大连推销三菱的面粉、砂糖，向三菱的定货交款期限为两个

月。签订合同以后，安惠栈每次定购面粉都在二三十万袋左右，砂糖约三至五万包，分别向沈阳、开源、四

平等地推销。此外，安惠栈还以房产作担保，向三井定购面粉，每次成交也不下 20万袋。1927年由于受国际

市场的影响，面粉价格大减，结果共亏欠三菱、三井金票 80万元。面粉跌价的浪潮，使安惠栈、钧泰号、永

记栈、徐利兴等十余家商号损失惨重，欠三菱、三井金票共 200 余万元。为共度难关，大连杂货联合会召开

会议，一致推选会长迟子祥和许亿年、徐宪斋为代表向三井大连支店提出申请，要求缓期付款、缓期收货和

豁免仓库费。三井最初不肯接受，后来鉴于联名申请者俱是大连第一流的杂货批发商，如果不接受，将会对

三井的面粉销售带来不利影响，最后三井不得不接受缓期付款、缓期收货和豁免仓库费的要求[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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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日本财阀的博弈过程中，“合内拒外”是民族资本抵御财阀资本扩张的重要选择，面对日本财阀在

资金、技术及特权上的优势，中国民族企业通过建立同业公所、同业公会等经济组织，在原料、产品价格、

市场方面制定相应规则，规范行业内部竞争秩序，凝聚整体议价能力。针对跨区域市场竞争，民族资本通过

企业间的横向联合（如启新、华商、中国三大水泥公司的产销合作）与功能性整合（如华商纱布交易所对日

本取引所的替代），突破单一企业的资源局限，构建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产业协作网络。这种策略在面粉、

水泥、棉纺织等关键行业成效显著，中国民族企业通过不断引进国外先进设备，招揽技术人才，学习先进的

经营管理方法，提高产品质量和自身的竞争能力，并巧妙借助国内经济民族主义情绪，以集体行动抵制财阀

的市场操控，在日本财阀企业的重重围攻之下转危为安，并不断发展壮大。 

3  联外抗日的智慧 

日军占领东三省后，并于 1935年发动华北事变，日本财阀在日军的支持下大肆掠夺，中国民族工业深受

冲击。面对日本财阀的强势鲸吞蚕食，民族企业家巧妙采取“连外抗日”的方针，拒绝与日本财阀合作。甚

至在日军逼迫下，不少民族企业依然坚守“不资敌、不合作”，拒绝复厂，充分展现了民族资本家的抗争精

神。 

九一八事变后，在日本财阀的冲击下，启新洋灰公司在北方的销售市场受到极大。为了解决在北方

销售市场的不利局面，1935 年，启新洋灰公司在设立江南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并分别向丹麦的史密斯公司和

德国的禅臣洋行订购年产 20万吨的水泥设备和电气设备。经过两年的投资建设，江南水泥厂正要投产时，日
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随着上海的失陷，南京也随之告急。为了使水泥厂的机器不落入日军之手，江南水泥

采取连外抗日的方针，以机器设备未能安装完成和款项未付清为由，商请丹麦和德国两公司以江南公司债权

人的身份派员到江南水泥厂，对厂产进行保护。江南水泥公司的请求获得了史密斯公司和禅臣洋行的积极回

应，史密斯公司和禅臣洋行分别派遣辛德贝格和卡尔·昆德前往南京江南水泥厂。江南水泥公司的请求也得

到了两国政府的支持。1937年 12月 1日，德国大使馆和驻沪总领事馆给昆德开出“奉派前往南京附近江南水

泥厂驻守”的证明[16]。同日，丹麦驻沪总领事雪尔和史密斯公司上海分公司也给辛德贝格开出“由沪启程前

往南京栖霞山江南水泥厂……以看管敝公司所有制造水泥机械之利益”的英和日文证明[17]。日军攻至南京前

夕，昆德和辛德贝格从上海抵达南京，在江南水泥厂区内升起两国国旗，代表各自公司驻守护厂。碍于江南

水泥厂挂有德国、丹麦国旗，不便强行军管。日军指使三井财阀单方面提出与江南水泥厂缔结“产销优先合

作”的协定书。面对三井财阀的无理要求，江南水泥厂以各项工作正在筹备为由进行拒绝和拖延[18]。 
汪伪政权成立后，日军对沦陷区内的民营工矿企业解除“军管理”并予以发还，三井财阀负责通知江南

水泥厂参加。江南水泥厂强调未开机出货，未经“军管理”为由拒绝参加。三井称日本军部早已委托三井通

过签订协定然后进厂管理，虽然三井未派人进厂管理，并非江南水泥厂不在军管之列。在此过程中，日方也

基本弄清了江南水泥厂的资产实为中方所有，仅因购买机器设备与外商有债务关系。1941 年 4 月，汪伪政府
发函称江南水泥厂已解除“军管理”，“然现在仍有德商禅臣洋行及丹商史密司洋行之债权，因此之故，该

工厂房屋内，仍悬挂德、丹两国旗，一见有如第三国权益之物件”[19]。要求撤下厂内悬挂的德、丹国旗。 
正是由于江南水泥厂在战争开始时，采取“连外抗日”的方针，聘请洋人护厂，不但使工厂免受战火的

洗劫，而且逃过了被日方直接占领的厄运。江南水泥公司通过洋人护厂，可以从容地与日本财阀周旋，拒绝

签订合作协议，拒为日军生产水泥。尽管在解除“军管理”过程中，日方弄清楚了江南水泥厂的所有权，但

始终得不到江南水泥厂的配合。 
江南水泥厂“联外抗日”是中国民族资本与日本财阀博弈的缩影。在中国民族资本与日本财阀博弈这场

不见硝烟的战争里，面对日军“以战养战”的企图，民族资本家以“联外抗日”“不合作”为策略，坚持“不

资敌、不合作”的原则，或借外力护厂拒绝合作，或宁舍资产拒绝复工，以此和日本财阀进行周旋博弈。尽

管江南厂设备最终被拆，但他们的抗争迟滞了日军掠夺，彰显了民族工业的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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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余论 

清末至抗战时期，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艰难起步和缓慢发展的阶段，在面对日本财阀企业步步紧逼

的情况下，中国民族资本与在华日本财阀的博弈，可以说是一部在夹缝中求生存、发展的悲壮历史。面对日

本财阀凭借资本、技术和政治特权的强势入侵，起步晚、基础弱的民族资本并未屈服，而是以务实智慧与顽

强意志，构建了多维度的应对体系。 
“主权在我”的合办模式，展现了民族资本的战略眼光。部分民族企业果断引进日本财阀的资金、技术

和先进设备，实现“为我所用”的需要。在此过程中，民族资本企业并非被动全盘接受财阀的要求，而是根

据自身发展的需要进行选择，始终将“主权在我”作为合作的前提条件，以“借鸡生蛋”之法充实自身实力，

既避免了被外资控制的风险，又为后续独立发展奠定基础。中国民族企业通过“主权在我”的合办发展壮大

自己，这一方式虽是特殊历史时期的艰难选择，但这种“为我所用”的开放性思维，在近代民族企业发展过

程中，堪称弱势民族资本“借资而不丧权”的典范。 
“合内拒外”的同业组织联合，彰显了民族资本的团结精神。日本财阀打击中国民族企业最基本的手段

是跌价倾销，如果各民族企业在日本财阀虎视眈眈的情况下依然明争暗斗，结果势必两败俱伤，让日本财阀

坐收渔翁之利。中国民族企业通过建立同业公所、同业公会等经济组织，在原料、产品价格、市场方面制定

一定的规则，既保证了华商同业之间竞争的平等性，又增强了与日本财阀在华企业的竞争力。从上海面粉业

的办麦公会到水泥业三大公司的产销联营，同业组织通过价格协调、技术互助与市场整合，将分散的个体力

量凝聚成对抗日本财阀的统一阵线。民族企业团结一致，合内以拒外，最终顶住财阀资本的肆意进攻，迫使

其停止恶意竞争转而进行妥协。这种内合外联的策略，不仅遏制了财阀的恶性竞争，更在棉纺织、制粉等领

域通过技术升级与质量提升，实现了对日本产品的市场反制，证明了民族工业在组织化协作中的竞争力。 
“联外抗日”的特殊抗争，凸显了民族资本的生存智慧。在日军武力侵占下，江南水泥厂借助丹麦、德

国企业的债权身份护厂，抵制日本的“以战养战”，这一策略虽属被动应对，却在绝境中最大限度保全了民

族工业资产，迟滞了日本经济掠夺的步伐。 
中国民族企业自诞生之时，便面临着外资企业及外货的竞争。日本财阀在资本、技术、人才及管理上具

有很大优势，尽管民族资本企业很难得到政府的充分保障，资本、技术设备和管理等方面常处于劣势，但在

面对日本财阀侵略和压迫时，它们通过“主权在我”的合办、合内拒外和联外抗日等策略奋起抗争。虽然，

民族企业具有“先天不足”和“后天畸形”的弱点，但其不畏强权、勇于抗争的精神，既为自己赢得生存和

发展的空间，同时也为维护民族经济利益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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